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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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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14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在市场化

推进过程中的作用变化。结果表明：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社会网

络规模越大，影响也越大，相对于务工地没有熟人或朋友帮忙的农民工来说，熟人或朋友在 16 人以上的感觉到

非常幸福的概率要高 10%左右；社区信任和社会信任的估计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社区信任的作用比

社会信用的作用更大，其中社区信任者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比社区不信任者高 8.2%；公平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幸福

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认为社会公平的农民工生活非常幸福的概率比认为社会不公者高出 16.5%；社会资本对农民

工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并不随市场化的深入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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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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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labor force survey (CLDS2014) in 2014,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igrant workers and its role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igrant workers is positive on the 1% level, and 
the larger the social network scale, the greater the impact will be, the probability well-being of the migrant workers who 
have more than 16 acquaintances or friends is 10% higher than migrant workers who do not have acquaintances or friends 
at the work site.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 of community trust and social trust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t the 1% level, and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trust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social credit. Among them, the probability well-being of the 
community trust is 8.2 %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mmunity distrust. Perceived justi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probability well-being of the social equity migrant workers feeling very 
well is 16.5 %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ocial injustice .The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igrant workers is not changed with the deepening of marke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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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是个体
依据自身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的情感性和认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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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1]。

农民工作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要群体，其主观幸福

感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于受到城乡二元户

籍制度和自身发展能力的限制，农民工在岗位获得、

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经济收入等方面的状况并

不理想，其主观幸福感仍低于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

也不及城镇户籍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水平[2-3]。有效提

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不仅关系到中国新型城镇化

进程的顺利推进，也是各级政府施政的目标所在。 
社会资本作为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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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界广泛关注。薛新东和程明梅基于湖北、河南

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探讨了老年人的社会资本

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发现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是影

响老年人幸福感的重要因素[4]；李平和朱国军认为

社会资本对中国居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由

工作网络形成的现代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比以血

缘关系的传统社会资本更大[5]；徐延辉和黄云凌对

城市低收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探讨，认为社

区社会资本对低收入居民的精神和物质层面有一

定帮助，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6]；裴志军采用浙江

西部农村的数据发现农民的家庭社会资本(社会网
络、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共同愿景)对其主观幸福
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7]；Yip 基于山东省调查数
据的研究表明，信任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

感[8]；李树和陈刚同样得出“关系”能够提高中国

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结论[9]；吴丽等发现社会资本对

失地农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0]。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资本的作用也发生了

一些变化。Stiglitz J E认为，随着正式市场制度的
建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其作用也会弱

化[11]。陆铭、张爽等发现，随着市场化深入，社会

资本在帮助农户分担风险和减贫致富方面的作用

不断弱化 [12]。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原有社会资本

嵌入到新生的市场机制中，市场化程度提高反而有

可能强化社会资本的作用。赵剑治和陆铭在考察社

会关系网络对中国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研究中发

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社会网络提高

家庭收入的作用和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均显著

高于中西部地区[13]。Knight and Yueh基于 2000年
中国城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能够为劳动

者带来正的回报，并且相对国有部门，这种回报率

在代表市场化方向的私有部门更高[14]。 
既有文献梳理表明，社会资本对不同群体的影

响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较为薄弱：其一，鲜有研究

讨论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农民工工作

生活地点存在很强的流动性，社会资本是否对他们

的幸福感存在积极影响探究阙如；其二，随着市场

化的推进，劳动力市场规制和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

善，社会资本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作用会发生何种

变化，学界一直存在分歧，亟待加以明确。鉴此，

笔者拟基于 2014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CLDS2014)，从社会网络、信任和社会规范三个维
度系统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并进一步检验社会资本在市场化进程中对主观幸

福感影响的作用变化。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由布迪厄提出，他认为

社会资本是关系网络占有的资源集合，网络群体内

的个体能够得到这种资源的支持[15]，而林南认为社

会资本由嵌入个人社会网络内的资源组成[16]。普特

南从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视角提出了社会资本的

定义，认为社会资本是指能够通过协调行动来提高

经济效率的社会网络、信任和社会规范[17]。尽管当

前学界对社会资本并无统一定义，但从现有研究来

看，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得到普遍认同，加之

这一定义可测量性很强，有利于从多个维度探讨社

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此，本研究

应用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来展开相关讨论。 
农民工习惯于使用社会资本解决其面临的困

难，对他们而言，社会资本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五个层面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

福感。一是社会网络可以促进就业。劳动力市场上

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加之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农

民工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与工作岗位的匹配，这势

必会增加他们的求职成本。在这种情况下，非市场

途径的社会资本能够弥补市场缺陷，通过传递劳动

力市场信息，提高了就业概率，有助降低失业状态

下个体的焦虑感[18]。二是社会网络对工资收入具有

积极影响。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减少失

业时间而提高其人力资本，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能够

提升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有效提高个体的主观幸

福感[19-20]。三是社会网络能够加强农民工彼此间以

及与城市居民间的情感交流，有效增加农民工的满

足感和归属感[21]，从而对农民工社会适应和城市融

入产生积极影响。四是社会网络能为农民工提供非

正规保障。在缺乏正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农民工

在面临风险时更多地依赖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可

通过促进非正规借贷等为农民工提供资源支持，提

高农民工抵御风险的能力，缓解风险冲击的负向影

响，进而较好地发挥了非正规保障的功能[22]。五是

社会信任和公平规范能够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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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各个群体或阶层之间的矛盾，促进整个社会的流

动以及良性竞争，从而有效提高农民工主观幸福

感。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社会资本能有效提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

农民工社会网络规模越大，或社会和社区信任感越

强，或社会公平感知越高，其主观幸福感越强。 
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资本的作

用也发生了变化。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的作用逐

步减弱[11,12,23]；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内嵌”

于市场之中，其作用随着市场化提高而逐步增强
[14,24,25]；也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对不同群体的作用

不尽相同，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26]。

随着“人情”和信息资源不断分离[27]，社会资本在

市场化进程中的作用变化主要源于“人情”资源的

作用变化，而信息资源的作用变化不大。因此，在

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资本作用变化的争论本质是

“人情”作用变化的争论。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作用，主要通

过物质和精神层面来施加影响。从物质层面来看，

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影响农民工就业进一步影响其

收入，其主要质介是信息和“人情”。农民工社会

资本和人力资本质量较低，往往就职于较低技术含

量的岗位。因职业门槛非常低，很少需要动用“人

情”。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收入的影响主要是通

过信息资源发挥作用。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劳动力市场制度逐步建立并完善，可能会限制“人

情”的作用，而对信息资源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从精神层面来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源于个体社会交往需要。农民工背井离乡，现

代的工作关系网络与其生活情感的联系非常紧密，

而市场化制度的建立对现代工作关系网络影响有

限。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市场化进程不影响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

幸福感的作用。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4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

调查数据”(CLDS2014)，其调查问卷包含社区、家
庭和劳动力个体三个层次，样本覆盖中国 29 个省
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调查对象为样本家
庭中的全部劳动力(15～64岁的家庭成员)，采用多
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

法。本研究选取其中的劳动力个体层次数据，并将

农民工定义为“具有农业户籍身份，从事非农劳动

且获取工资性收入的劳动者，不包括那些农业户籍

的具有雇主、个体经营和自我雇佣身份的二、三产

业从业者”。采用此定义主要是考虑到受雇型农民

工占农民工总量的绝大多数，并且受雇人员与自营

人员在劳动方式、经济境遇和社会地位上存在着明

显差异。在此基础上，从法定就业年龄(男性 16～
60岁，女性 16～55岁)、就业状态等方面对样本进
行筛选，并剔除受教育年限、工资收入、工作时间

等重要信息缺失的样本，得到 2 499个农民工样本。 
根据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差异，将浙江、江苏、

上海、广东、北京、天津、福建、山东、辽宁和河

北 10个省市划分为东部省份，其余划分为中西部
省份。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 2013年编写的《中
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3年
报告》作为划分依据[28]。该市场化指数从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

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

和法律制度环境等五个主要方面测算了中国 29个
省（区、市）市场化指数。为降低市场化指数本身

可能存在的联立内生性，选择滞后一年的数据，即

2012年的市场化指数(表 1)。 

表 1 2012 年中国 29 个省（区、市）市场化指数 

排名 省份 指数 样本量 排名 省份 指数 样本量 

 1 浙江 13.93 194  9 辽宁 10.28  33 

 2 上海 13.68  13 10 重庆  9.66  14 

 3 江苏 13.24 236 11 安徽  9.15  43 

 4 广东 12.37 924 12 河南  9.04  82 

 5 北京 12.02  12 13 四川  9.04  58 

 6 天津 11.29  28 14 江西  8.96  56 

 7 山东 10.71  93 15 湖北  8.90  85 

 8 福建 10.56 136 16 湖南 8.41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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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排名 省份 指数 样本量 排名 省份 指数 样本量 

17 吉林 8.40 13 24 新疆 7.10 10 

18 河北 8.21 55 25 广西 6.85 50 

19 内蒙古 7.83  5 26 贵州 6.55 10 

20 宁夏 7.56 57 27 陕西 6.38 40 

21 黑龙江 7.47 16 28 甘肃 5.60 49 

22 云南 7.38 57 29 青海 4.40  6 

23 山西 7.38 26     

数据来源：《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3年报告》  
2．变量选取及样本特征 
因变量是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根据

CLDS2014 的操作化设计，主观幸福感的衡量来自
于农民工对问题“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

过得幸福？”的回答，评分为 1～5，分数越高，幸
福感越强。根据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表 2)可以发现，
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评分值为 3.698，总体上农民
工感到较为幸福。 

表 2 变量选取及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主观幸福感 很不幸福 1～5非常幸福 3.698 0.906 1 5 

性别 男性=1，女性=0 0.544 0.498 0 1 
年龄 连续变量 34.940 10.610 16 60 

年龄的平方/100 连续变量 13.333 7.812 2.56 36 

1：未上过学=1，其他=0 0.034 0.180 0 1 
2：小学=1，其他=0 0.182 0.386 0 1 
3：初中=1，其他=0 0.468 0.499 0 1 
4：高中及中专=1，其他=0 0.209 0.407 0 1 

受教育程度 

5：大专及以上=1，其他=0 0.108 0.310 0 1 
健康状况 一般以上=1，一般及以下=0 0.954 0.210 0 1 
工作时间(小时/周) 连续变量 53.522 17.999 3 144 

工资收入(万元/年) 连续变量 10.058 0.697 6.490 13.082 

1：没有=1，其他=0 0.123 0.329 0 1 

2：1～5个=1，其他=0 0.407 0.491 0 1 

3：6～10个=1，其他=0 0.124 0.329 0 1 

4：11～15个=1，其他=0 0.209 0.407 0 1 

社会网络 

5：16个及以上=1，其他=0 0.137 0.344 0 1 

社区信任 信任=1，不信任=0 0.485 0.500 0 1 

社会信任 信任=1，不信任=0 0.717 0.451 0 1 

社会公平感知 公平=1，不公平=0 0.435 0.496 0 1 

市场化程度 高=1，低=0 0.690 0.463 0 1 
 
自变量包括社会网络、信任和社会规范三个维

度的社会资本和市场化程度。社会网络用农民工在

务工地可以得到支持和帮助并且关系密切的朋友

或熟人数量度量，表 2显示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规
模多集中在 1～5个，占样本数的 40.7%。信任主要
包括社区和社会信任两个层面，分别来自农民工对

“您对本社区(村)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信任
吗？”和“总的来说，您是否同意大多数人是可以

信任的这种看法？”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结果表明，

农民工社区信任的平均值仅为 0.485，远低于社区
信任的平均值(0.717)。从农民工对社会公平的感知
角度来间接衡量社会公平规范，问卷中的相关问题

是“您认为您目前的生活水平和您的努力比起来是

否公平？”，表 2显示，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知不是
很高。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农民工个人特征和工作特

征。个人特征指农民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工作特征指农民工工作时间和工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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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从表 2可以发现，男性农民工样本占到 54.4%；
平均年龄大约 35 岁；由于正处青壮年时期，健康
状况普遍较好；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是主力。

农民工周工作时间达到了 53.5小时，远高于劳动法
规定的 44小时，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值得关注。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为分析不同维度社会资本的影响，并引入市场化

发展因素，构建以下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计量模型。 

iiii XSCSWB εααα +++= 210      (1) 

iiii MarketSCSCSWB βββ +×++= 210

iii XMarket εββ ++ 43             (2) 

上述两式的下标 i表示第 i个农民工个体，SWB

表示农民工主观幸福感，SC表示社会资本，主要包

括社会网络(Network)、社区信任(Trust1)、社会信任

(Trust2)和公平规范(Fair)。为了尽量消除因遗漏变

量而导致的估计偏差，在上述两式中控制了农民工

个人特征和工作特征 Xi。式(1)是一个基准模型，目

的是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如

果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是积极有效的， 1α
在统计上应显著为正；如果无效， 1α 应不显著异于
0。另外，为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

作用随市场进程的变化情况，构建了交互项

ii MarketSC × ，如式(2)所示。如果随着市场化深入，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发生显著变

化，那么系数 3β 将显著为正或为负。下面是各模型
估计结果及其具体分析。 

1．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由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有序的等级变

量，利用 Order-Probit 模型来进行分析，并给出因

变量取值为 5(非常满意)时各变量的边际效应①，如

表 3 所示。计量结果显示，社会关系网络②对农民

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随着社会关系

网络规模扩大，其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

越大，显著性也逐步提高 1%水平上；社区信任变

量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与社区不信任的个

体相比，社区信任者主观幸福感越强；社会信任的

估计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与对社会不

信任的农民工相比，信任社会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

会更高；公平规范的估计系数也均为正，并且通过

了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社会规范能够有

效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从边际效应来看，相

对于务工地没有熟人朋友帮忙或支持的农民工，有

1～5 个熟人或朋友的农民工感觉到非常幸福的概

率要高 3%左右，而熟人或朋友在 16人以上的感觉

到非常幸福的概率要高 10%左右；社区信任者感觉

非常幸福的概率比社区不信任的农民工高 8.2%，社

会信任者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比不信任社会者高

2.7%；认为社会公平的农民工生活非常幸福的概率

比认为社会不公者高出 16.5%。由此可见，社会资

本三个维度均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且

社会公平感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最大，H1得到

验证。 

模型 1～3 中控制变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水

平也表现出一致性。从性别来看，男性的主观幸福

感要显著低于女性，可能是因为在传统的性别角色

划分中，男性主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角色，面临

更大的工作生活压力，并且相对女性而言，他们拥

有更高的期望。从年龄和年龄的平方项来看，农民

工的年龄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呈“U”型相关，这

与李后建的研究结论一致[29]。受教育程度③的系数

为正，但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虽然较高的受教

育程度意味着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但受教育程

度越高的人期望也越高，因此并不必然带来较高的

主观幸福感。从健康状况来看，自评健康状况越好，

农民工主观幸福感越强。这主要是因为健康状况较

好的个体能够更频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从而获得

经济回报、尊重和认同感，从而有效提高个体的主

观幸福感。从工作特征来看，工资收入对农民工主

观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这符合已有研究结论。各

控制变量的边际效应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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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自变量 系数 边际效应 
(SWB=5) 

系数 边际效应 
(SWB=5) 

系数 边际效应 
(SWB=5) 

0.123* 0.030*     社会网络 2(1-5人) 
(0.070) (-0.017 )     
0.207** 0.053**     社会网络 3(6-10人) 

(0.087) (0.022)     
0.306*** 0.082***     社会网络 4(11-15人) 

(0.078) (0.020)     
0.357*** 0.098***     社会网络 5(16人以上) 

(0.085) (0.023)     
  0.299*** 0.082***   社区信任 
  (0.045) (0.012)   
  0.097** 0.027**   社会信任 
  (0.048) (0.013)   
    0.626*** 0.165*** 公平感知 
    (0.045) (0.012) 

-0.264*** -0.073*** -0.277*** -0.076*** -0.238*** -0.063*** 性别 
(0.047) (0.013) (0.047) (0.013) (0.047) (0.012) 

-0.015 -0.004 -0.018 -0.005 0.001 0.0001 年龄 
(0.014) (0.004) (0.014) (0.004) (0.014) (0.004) 
0.023 0.006 0.024 0.006 0.002 0.0004 年龄 2/100 

(0.019) (0.005) (0.019) (0.005) (0.019) (0.005) 
0.070 0.018 0.071 0.018 0.072 0.017 小学 

(0.127) (0.031) (0.127) (0.031) (0.128) (0.030) 
0.140 0.037 0.142 0.037 0.149 0.037 初中 

(0.123) (0.031) (0.123) (0.030) (0.124) (0.029) 
0.166 0.044 0.193 0.051 0.209 0.053* 高中 

(0.130) (0.033) (0.130) (0.032) (0.131) (0.031) 
0.198 0.053 0.224 0.060* 0.239* 0.061* 大专及以上 

(0.141) (0.036) (0.141) (0.036) (0.142) (0.035) 
0.369*** 0.102*** 0.358*** 0.098*** 0.392*** 0.103*** 健康状况 

(0.103) (0.028) (0.103) (0.028) (0.103) (0.027) 
0.002 0.0004 0.002 0.0005 0.002 0.0004 工作时间(小时/周) 

(0.001) (0.0003) (0.001) (0.0003) (0.001) (0.0003) 
0.162*** 0.045*** 0.180*** 0.049*** 0.137*** 0.036*** 工资收入(万元/年) 

(0.034) (0.009) (0.034) (0.009) (0.034) (0.009) 
Log likelihood -3 155.358  -3 140.594  -3 070.052  

观测值 2 499  2 499  2 499  
Pseudo R2 0.015  0.019  0.041  

注：1.“***”、“**”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括号内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  
2．社会资本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作用变化 
在加入市场化程度变量以及社会资本与市场

化程度的交互项之后，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对农民

工主观幸福感仍然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并不

随市场化加深而发生显著变化，H2得到验证(表 4)。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与农民工从事职业有关，社会资

本对其的影响，并未受到正式市场制度建立的影

响，表明农民工所处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为竞争劳动

力市场。另外，市场化程度变量对农民工主观幸福

感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市场化程

度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

面，市场化往往伴随着经济发展、正式制度的建立

与完善，从而给农民工带来更多就业发展机会，促

进了农民工收入的增加，使其获得更多来自正式制

度的保障和资源支持，从而显著提高农民工主观幸

福感；另一方面，市场化不断推进会带来一系列不

确定性，可能会对农民工生活造成负面冲击，同时

扩大了收入差距，进而降低了农民工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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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在上述两个方面的交叉作用下，市场化程度的 影响不显著亦属正常。 

表 4 社会资本、市场化进程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 OP 回归结果 
自变量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社会网络 2(1～5人) 0.209(0.131)   
社会网络 3(6～10人) 0.233(0.157)   
社会网络 4(11～15人) 0.333**(0.140)   
社会网络 5(16人以上) 0.544***(0.160)   
社区信任  0.172**(0.080)  
社会信任  0.157*(0.095)  
公平感知   0.657***(0.080) 
市场化程度 0.123(0.136) -0.019(0.097) 0.039(0.062) 
社会网络 2×市场化程度 -0.120(0.154)   
社会网络 3×市场化程度 -0.029(0.188)   
社会网络 4×市场化程度 -0.026(0.167)   
社会网络 5×市场化程度 -0.261(0.188)   
社区信任×市场化程度  0.186*(0.096)  
社会信任×市场化程度  -0.055(0.112)  
公平感知×市场化程度   -0.046(0.095) 
Log likelihood -3 153.65 -3 138.517 -3 069.846 
观测值 2 499 2 499 2 499 
Pseudo R2 0.015 0.020 0.041 

注：1.控制变量同表 3，限于篇幅没有报告； 

2.“***”、“**”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括号内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  
3.稳健性分析 
CFPS 是一项追踪调查，能够形成两年的面板

数据，但因 2012和 2014两年测量劳动者主观幸福
感的量表等级存在差异(2012 年采用 6 级量表，而
2014 年采用 5 级量表)，无法利用两年的面板数据
来探讨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问题。为保证结论的可

靠性，笔者再次利用 2012年 CFPS数据进行了稳健

性分析。计量结果显示，社会资本、信任和公平感

知三个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利用 CLDS2014 数
据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 5)。上述检验进一步验证了
本研究假设，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主观幸福

感，并且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积极作用

并不随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而改变。 

表 5 社会资本、市场化进程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社会网络 2(1-5人) 0.349***(0.088) 0.223(0.172)     
社会网络 3(6-10人) 0.331***(0.096) 0.085(0.181)     
社会网络 4(11-15人) 0.396***(0.121) 0.165(0.224)     
社会网络 5(16人以上) 0.645***(0.099) 0.336*(0.190)     
社区信任   0.282***(0.054) 0.335***(0.097)  
社会信任   0.178***(0.059) 0.323***(0.117)  
公平感知     0.402***(0.051) 0.307***(0.095)
市场化程度  -0.266(0.179)  0.182(0.121)  -0.067(0.079) 
社会网络 2×市场化程度  0.169(0.199)     
社会网络 3×市场化程度  0.338(0.213)     
社会网络 4×市场化程度  0.317(0.266)     
社会网络 5×市场化程度  0.424*(0.221)     
社区信任×市场化程度    -0.071(0.114)   
社会信任×市场化程度    -0.188(0.134)   
公平感知×市场化程度      0.134(0.112) 
Log likelihood -2 637.404 -2 634.737 -2 638.072 -2 636.704 -2 628.871 -2 628.160 
观测值 1 721 1 721 1 721 1 721 1 721 1 721 
Pseudo R 0.033 0.034 0.032 0.033 0.036 0.036 

注：控制变量同表 3，限于篇幅没有报告；“***”、“**”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括号内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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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农民工幸福与否是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和质

量的关键因素，基于 2014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数据，系统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社会资本在市场化进程

中的作用变化。结果表明：社会网络、信任和社会

规范三个维度的社会资本均值对农民工主观幸福

感有正向影响，且 P值均不高于 0.05；从边际效应
来看，相对于务工地没有熟人朋友帮忙或支持的农

民工来说，有 1～5 个熟人或朋友的农民工感觉到
非常幸福的概率要高 3%左右，而熟人或朋友在 16
人以上的感觉到非常幸福的概率要高 10%左右；社
区信任者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比社区不信任的农

民工高 8.2%，社会信任者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比社
会不信任者高 2.7%；认为社会公平的农民工感到非
常幸福的概率比认为社会不公者高出 16.5%。进一
步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积极

影响并不随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而改变。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含义： 
（1）切实发挥政府职能，营造更为公平公正

的社会氛围。一是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提升社会

公平度。社会公平不仅直接影响到农民工主观幸福

感，同时也是社会和谐和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

虽然市场化程度提高有助于提升社会公平度，但

“人情”等非正式规则仍广泛存在，会对农民工社

会公平感产生负向影响。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强劳

动力市场监管，弱化“人情”作用，提升社会公平

度。二是规范公共部门服务标准，提高服务质量。

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文化程度不高，职

业层级较低，往往会遭受歧视或不公正待遇，使其

对社会公平感知较低。公共管理部门应规范服务人

员的工作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增强农民工的城市

归宿感和社会公平感，从而增强其主观幸福感。 
（2）实施人性化管理，丰富农民工业余生活。

农民工在企业生产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企业有责任和义务去尊重和接纳农民工，并对其实

施人性化管理，让其与知识型员工一样得到尊重，

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和归宿感。工作关系网

络是农民工在城镇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也是影响农

民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农民工较为集中的企

业应该加强人文关怀，改善员工之间的关系、营造

良好的企业氛围，为农民工关系网络的构建创造一

定的条件。具体来说，企业可以通过组织运动会、

节日晚会、户外活动、旅游活动、员工庆生等途径

为员工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这不仅能拓宽农民工

的社会网络，提高社会资本质量，还能增进员工之

间(平级关系、上下级关系)的感情，提升企业凝聚力。 
（3）提高社区信任和社会信任水平。以社区为

单位，鼓励农民工参与城市当地社区和社会组织的

各种活动，推动农民工更好地与当地居民交流，从

而使农民工更快融入到当地社区、当地社会；要切

实发挥公共权力在建立社会信任机制中的核心作

用，从制度、法律等层面建立可行的社会信任体系，

摆脱社会信任困境；加强舆论引导，营造良好的社

会氛围，为信任水平的提高提供坚实的社会土壤。 

注释： 

① 因篇幅限制，本文并未将 SWB=1,2,3,4 时各自变量的边

际效应列出，如有需要，笔者可以提供。 

② 问卷中社会网络是通过熟人或朋友规模等级来衡量的，

是非连续型变量，在此作为虚拟变量处理。 

③ 问卷中给出的是农民工的最高学历，没有涉及个体的受

教育年限，故将农民教育程度分为未上过学、小学、初

中、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大专及以上五个等级，在实

证结果中以未上过学的作为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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